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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以往研究在测算区域创新的效率时并未考虑环境因素的影响。本文以中

国省级数据为基础，应用三阶段ＤＥＡ方法，在控制环境因素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区域创

新的效率问题。研究表明，我国区域创新的效率较低，且其原因主要是由于规模效率不高

所致；与经典ＤＥＡ方法相比，三阶段ＤＥＡ方法的测算结果更符合经济现实，更能客观地

反映各地区的创新效率水平。本文结论为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效率改进提供了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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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近年来，如何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创新型国家，进而增强国家竞争优势成为我国学界

和政界讨论的一项重要问题。也正是得益于政府的高度关注以及我国企业创新意识的不断增强，
我国的创新投入持续攀升。然而，需要注意，在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进程中，除了加大创新的投

入力度外，区域创新的效率问题亦不容忽视。特别是在我国创新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尽可能地

利用较少的创新投入获得较多的创新产出，提高创新资源的利用效率，对于有效缓解我国创新资源

不足的局面，进一步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将区域创新系统看作一个投入一定创新资源进行创新生产并获得创新产出的系统，那么

区域创新效率即可理解为是这一系统投入产出的转化率。多数学者也遵从了这一思路，通过选择

区域创新的投入、产出指标来评测我国区域创新的效率。比如，刘顺忠和官建成（２００２）选用Ｒ＆Ｄ
经费支出和Ｒ＆Ｄ科学家、工程师数作为创新的投入指标，采用发明专利授权量、国外三系统（ＳＣＩ，
ＥＩ和ＩＳＴＰ）收录科技论文数量、新产品产值率、亿元投资新增ＧＤＰ和万元ＧＤＰ综合能耗作为创

新的产出指标，运 用 数 据 包 络 分 析（（Ｄａｔａ　Ｅｎ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ＥＡ）方 法 评 测 区 域 创 新 的 效

率；刘树和张玲（２００６）选用Ｒ＆Ｄ经费支出、Ｒ＆Ｄ人员等指标作为创新的投入指标，专利数为创新

的产出指标，运用ＤＥＡ方法测算我国各省区的创新效率；白俊红等（２０１０）选用Ｒ＆Ｄ资本和Ｒ＆Ｄ
人员投入作为创新的投入指标，发明专利授权量作为创新的产出指标，应用ＤＥＡ方法分析了我国

区域创新的效率情况。这些成果为本文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但是必须指出，上述学者们在评测

区域创新系统的效率时，仅仅将区域创新系统看作一个封闭的投入产出系统，并没有考虑系统外部

环境因素的影响。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告诉我们，区域创新系统的绩效不仅受到系统本身的影响，系
统外部环境因素也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考虑环境因素，而仅仅将视角局限于系统本身，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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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选择系统的投入与产出来评测区域创新的效率，其结果势必存在偏误，这无疑也会影响到政府的

科学决策。
事实上，造成以往研究没有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影响的原因，除了与作者的研究视角有关外，研

究方法的局限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文献在评测区域创新系统的效率时广泛采用Ｃｈａｍｅｓ等

（１９７８）、Ｂａｎｋｅｒ等（１９８４）提出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但是，这些经典的ＤＥＡ方法并没有考虑环境

因素的影响。此后，Ｆａｒｅ等（１９８９）曾提出解决环境问题的一阶段ＤＥＡ方法，其思想是将环境因素

视为投入和产出变量带入经典ＤＥＡ模型。显然，这一处理方式将环境因素等同于系统的投入产

出，与实际并不相符。另一种处理方法是Ｃｏｅｌｌｉ等（１９９８）提出的ＤＥＡ－Ｔｏｂｉｔ分析技术，又称两阶

段ＤＥＡ法，该方法在第一阶段利用经典ＤＥＡ方法测算决策单元的效率值，然后在第二阶段以此

效率值为因变量，以环境因素为自变量建立Ｔｏｂｉｔ回归模型来考察环境因素的影响。此方法可以

利用回归技术确定环境因素对效率的影响强度和方向，但其作用并不是在测算效率时将环境因素

剥离，因而并没有改变经典方法测算的效率值水平。
得益于Ｆｒｉｅｄ等（２００２）的 贡 献，考 虑 环 境 因 素 的 ＤＥＡ 技 术 得 到 极 大 改 进。由 于Ｆｒｉｅｄ等

（２００２）提出的ＤＥＡ法由三个基本步骤组成，又称三阶段ＤＥＡ法。该方法的第一阶段是利用经典

ＤＥＡ方法计算决策单元的效率值；第二阶段将投入松弛视为决策单元的机会成本，考虑环境因素

和随机误差的影响，利用随机前沿模型（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ＦＡ）对第一阶段测算的投

入松弛进行修正，并重新调整投入量；第三阶段将调整后的投入量重新代入经典ＤＥＡ模型核算效

率。由于该效率有效剥离了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的影响，更能反映决策单元的实际效率水平。
本文即选择三阶段ＤＥＡ方法研究我国区域创新的效率问题。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拓展了

区域创新效率测评的研究视角，不仅考虑区域创新过程的投入产出，而且将环境因素纳入其分析框

架，以期对我国区域创新的效率进行更为准确的评估。我们的研究发现，采用三阶段ＤＥＡ方法，
控制各地区的环境差异以后，效率评估结果更接近经济现实，更能客观地反映各地区的效率水平。

二、方法与变量

（一）研究方法

根据Ｆｒｉｅｄ等（２００２），三阶段ＤＥＡ的构建过程如下：
第一阶段：利用经典的ＤＥＡ模型核算效率值。经典的ＤＥＡ模型可分为ＣＣＲ和ＢＢＣ两种。

前者假设规模报酬不变，而后者放宽了这一限制，可以处理规模报酬变动条件下的效率问题，而且

ＢＣＣ模型可以进一步将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这也有益于我们判别当前我国区

域创新效率是受纯技术因素影响，还是受规模因素影响。基于此，本文选择ＢＣＣ模型作为三阶段

ＤＥＡ评测的基础模型。由于ＢＣＣ模型已较为成熟，本文此处就不再赘述，具体可参见Ｂａｎｋｅｒ等

（１９８４）。
第二阶段：构造相似ＳＦＡ模型。Ｆｒｉｅｄ等（２００２）认为第一阶段的投入松弛是由管理无效率、环

境效应和随机误差等三项因素造成的。通过构建相似ＳＦＡ模型，可以观察出这三项因素的影响，
并将环境效应和随机误差剔除，从而仅保留管理无效所造成的投入松弛。

以投入松弛为因变量，环境因素为自变量，构造相似ＳＦＡ模型，如式（１）所示：

ｓ－ｎｋ ＝ｆｎ（ｚｋ；β
ｎ）＋ｖｎｋ＋ｕｎｋ，　ｎ＝１，２，…，Ｎ；ｋ＝１，２，…，Ｋ （１）

其中，ｓ－ｎｋ 为投入松弛变量，ｆｎ（ｚｋ；β
ｎ）为随机前沿函数，一般取线性形式，表示环境因素对投入

松弛的影响，ｚｋ 为环境影响因素向量，β
ｎ 为相应因素的系数；ｖｎｋ＋ｕｎｋ 为混合误差，ｖｎｋ 表示随机扰

动，服从Ｎ（０，σ２ｖ）分布，ｕｉｔ为管理非效率项，服从非负断尾正态分布，即ｕｎｋ 服从Ｎ＋（ｕ，σ２ｕ），ｖｎｋ 和

ｖｎｋ 不相关。

进一步，为了衡量随机扰动的影响，需利用ＳＦＡ模型的回归结果估计值 （β
ｎ
∧

，ｕｎ
∧

，σ２ｕｋ，
∧

σ２ｖｋ
∧

）和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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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无效率的条件估计Ｅ
∧

［ｕｎｋ／（ｖｎｋ＋ｕｎｋ）］，将随机扰动从管理非效率中分离出来，其方法是：

Ｅ
∧

［ｕｎｋ／（ｖｎｋ＋ｕｎｋ）］＝ｓ－ｎｋ－ｚｋβ
ｎ
∧

－Ｅ
∧

［ｕｎｋ／（ｖｎｋ＋ｕｎｋ）］ （２）
为了剥离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的影响，需要对投入量进行调整。调整的思想是：将处于不同环

境的决策单元调整至相同环境。我们选择环境较差的决策单元进行调整，调整的方法是：

ｘＡｎｋ ＝ｘｎｋ＋［Ｍａｘｋ（ｚｋβ
ｎ
∧

）－ｚｋβ
ｎ
∧

］＋［Ｍａｘｋ（ｖ
∧

ｎｋ）－ｖ
∧

ｎｋ］
ｎ＝１，２…，Ｎ；ｋ＝１，２…，Ｋ （３）
其中，ｘＡｎｋ 、ｘｎｋ 分别为调整后与调整前的投入量。等式右边第一个括号是将所有决策单元调

至相同的环境，即所有样本中最差的状态；第二个括号是将所有决策单元调至相同的自然状态，即

样本中最不幸的状态。
第三阶段：调整后的ＤＥＡ模型。将按上述步骤调整后的投入数据重新代入ＢＢＣ模型进行效

率核算。由于此时的投入数据剥离了环境因素和随机扰动的影响，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决策单元

的技术效率状况。
（二）变量选择

运用三阶段ＤＥＡ模型核算区域创新的效率时，需要适当选择投入、产出及环境因素变量。接

下来，我们便对这些变量作简要说明。
１．投入变量

资本和劳动力是经济投入产出系统研究中的两个基本投入。对区域创新系统而言，其投入亦

可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区域创新系统的投入主要包括Ｒ＆Ｄ经费支出和Ｒ＆Ｄ人员投入，这也

是先前研究通常采用的两个指标（Ｐａｖｉｔｔ和 Ｗａｌｄ，１９７１；Ｂｏｕｎｄ等，１９８４；刘树、张玲，２００６；吴延兵，
２００８；白俊红等，２０１０）。

Ｒ＆Ｄ经费按其用途有内部支出和外部支出两种类型。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定义，内

部支出指“调查单位在报告年度用于内部开展Ｒ＆Ｄ活动的实际支出，包括用于Ｒ＆Ｄ项目（课题）
活动的直接支出，以及间接用于Ｒ＆Ｄ活动的管理费、服务费、与Ｒ＆Ｄ有关的基本建设支出以及

外协加工费等”，而外部支出主要是指“报告年度调查单位委托外单位或与外单位合作进行Ｒ＆Ｄ
活动而拨给对方的经费”。可以看出，无论是内部支出还是外部支出，均是调查单位Ｒ＆Ｄ活动支

出的一部分，应将其全部计入核算框架。但由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并没有外部支出的分省区

记载，我们仅用内部支出来近似反映一个省区的全部Ｒ＆Ｄ经费投入。显然，这一近似可能低估了

各个省的Ｒ＆Ｄ经费投入水平。
区域创新的另一项投入Ｒ＆Ｄ人员，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解释，指“调查单位内部从事

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三类活动的人员，包括直接参加上述三类项目活动的人员以及这三

类项目的管理人员和直接服务人员。”本文采用了国际上通用的Ｒ＆Ｄ人员全时当量来衡量Ｒ＆Ｄ
人员的实际投入水平，其值为报告年内Ｒ＆Ｄ全时人员数加非全时人员按工作量折算成全时人员

数的总和。
２．产出变量

关于区域创新的产出，本文选择专利作为其衡量指标。专利含有大量有关技术、发明和发明者

的信息，能够较好地表征一个地区的创新能力和水平。然而，由于并不是所有的发明都申请专利

（Ｐａｋｅｓ和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１９８４），而 且 专 利 数 并 不 能 体 现 创 新 成 果 的 质 量 和 商 业 化 水 平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１９９０；吴延兵，２００８），这也使得其在表征创新产出时存在一定的缺陷。新产品销售收入虽然能够较

好地反映创新成果的市场价值，但《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相关年鉴中并未对其进行统计，这也使得

其并不可行。事实上，虽然专利数量存在一定的缺陷，但鉴于其易得性和通用性等特征，研究中依

然得到广泛应用（Ａｃｓ等，２００２；Ｎａｓｉｅｒｏｗｓｋｉ和Ａｒｃｅｌｕｓ，２００３）。本文亦将专利作为区域创新产出

的考核指标。

６０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Ｎｏ．１０，２０１１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专利作为考核指标时，其值为专利授权量，而非专利申请受理量。这主

要是因为受理的专利申请并不一定都能获得批准，选择专利申请受理量作为考核指标无疑会夸大

地方的创新产出水平。此外，中国的专利统计将专利分为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类

型。三种类型的专利在创新程度、技术重要性、经济价值等方面具有重大差异，采用总的专利数作

为创新产出可能并不合适（李习保，２００７）。一些学者，如官建成和刘顺忠（２００３）、李习保（２００７）、
白俊红等（２００９ｂ）直接采用创新程度较高的发明专利授权量作为专利的考核指标，并没有考虑其

他两种类型。本文综合考虑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类型专利，并依据其创新程度的高

低不同，分别赋予０．５、０．３和０．２的权重，采用加权平均值作为最终的专利考核指标。这也有助于

较为全面、真实地反映各地区的专利产出水平。
３．环境因素变量

从系统的角度来讲，系统绩效除了受内部组分及组分之间的联接关系影响外，还受环境因素的

影响。环境因素既是系统发生作用的动力，也是系统运行的条件。结合Ｆｕｒｍａｎ等（２００２）的国家

创新系统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基于创新环境的功能视角，从以下五个方面来衡量：
（１）地区基础设施。Ｆｕｒｍａｎ等（２００２）的研究表明基础设施对创新具有重要作用。区域创新

系统中基础设施的功能主要是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物质、交通、信息等支撑条件，这些支撑条件越完

善越有利于创新的发生。结合白俊红等（２００９）的研究，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用邮电业务总量

占ＧＤＰ的比重来近似表征地区基础设施的发展水平。
（２）地方政府的干预。地方政府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功能主要是为创新主体提供政策支持，提

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通过直接资助、税收优惠等手段对创新活动予以支持。同样基于数据

的可得性，本文仅考虑地方政府的研发直接资助对创新的影响，并用各地区科技经费筹集中政府资

金所占的比重来表征。地方政府的研发直接资助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助于缓解企业创新

资金的不足，降低创新的风险（Ｃｚａｒｎｉｔｚｋｉ和Ｌｉｃｈｔ，２００６）；但另一方面，也有可能由于干预过多而使

企业丧失创新的主体地位，不利于企业的创新（Ｗａｌｌｓｔｅｎ，２０００）。
（３）金融机构的支持。区域创新系统中，金融机构可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亦可为创新组

织提供金融信息及咨询服务，从而有助于提高资金的营运效率。本文用各地区科技经费筹集中金

融机构贷款所占的比重来表征其对创新的支持程度。与政府的研发直接资助相类似，金融机构的

贷款也可能存在双重作用，即一方面有利于弥补企业研发资金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对企业

自身的研发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充分发挥金融机构贷款的作用。
（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创新投入是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通常情况下，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创 新 投 入 也 会 越 多，因 而 也 越 有 能 力 进 行 创 新 生 产 活 动。本 文 用 各 地 区 的

ＧＤＰ总额来表征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５）地区劳动者素质。地区劳动者素质对创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创新生产作为一项知

识密集型活动，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因此地区劳动者素质越高，其可提供的创新人才也就越多，越
有利于创新活动的开展；其次，地区劳动者素质越高，越有利于开发新知识，也有利于吸收和利用其

他地区的知识、技术，促 进 技 术 转 移 和 扩 散（Ｂｏｒｅｎｓｚｔｅｉｎ等，１９９８）；最 后，伴 随 着 劳 动 者 素 质 的 提

高，人们对创新也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可以激励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本文用各地区平均受教育年

限来表征地区的劳动者素质。

三、数据与结果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２００９》，研究对象为中国大陆的３０个省（市），西藏

由于数据不全，分析中暂时不予考虑。另外，沿袭传统的东、中、西部划分，本文将中国３０个省区划

分为三大地区。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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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
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二）结果分析

遵从三阶段ＤＥＡ的分析步骤，我们也将分三步给出每阶段的估计结果。其中，第一和第三阶

段使用ＤＥＡＰ２．１软件，第二阶段使用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４．０软件。
１．第一阶段经典ＤＥＡ的输出结果
表１ 经典ＤＥＡ模型测算结果

地区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地区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北京 ０．３９５　 ０．３９７　 ０．９９６ 湖南 ０．４５２　 ０．４６１　 ０．９８０
天津 ０．５４５　 ０．５５５　 ０．９８４ 广东 ０．８６９　 １．０００　 ０．８６９
河北 ０．４２２　 ０．４３２　 ０．９７７ 广西 ０．５０３　 ０．５２５　 ０．９５８
山西 ０．２９９　 ０．３１１　 ０．９６３ 海南 ０．７７４　 １．０００　 ０．７７４

内蒙古 ０．２９５　 ０．３１７　 ０．９３１ 重庆 ０．５９１　 ０．６０２　 ０．９８１
辽宁 ０．５２４　 ０．５２９　 ０．９９０ 四川 ０．５５９　 ０．５６３　 ０．９９４
吉林 ０．４６６　 ０．４７９　 ０．９７２ 贵州 ０．７３１　 ０．７６９　 ０．９５０

黑龙江 ０．４３１　 ０．４３８　 ０．９８２ 云南 ０．５１０　 ０．５３４　 ０．９５６
上海 ０．９１１　 ０．９１３　 ０．９９７ 陕西 ０．２６２　 ０．２７０　 ０．９７３
江苏 ０．６９５　 ０．６９５　 ０．９９９ 甘肃 ０．２７２　 ０．２９５　 ０．９２１
浙江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青海 ０．４０６　 ０．８５６　 ０．４７４
安徽 ０．３２７　 ０．３３４　 ０．９７９ 宁夏 ０．５４６　 ０．６４５　 ０．８４６
福建 ０．５３３　 ０．５３９　 ０．９８８ 新疆 ０．６８７　 ０．７３３　 ０．９３７
江西 ０．２８２　 ０．２９９　 ０．９４０ 东部 ０．６５８　 ０．６９４　 ０．９６１
山东 ０．５７０　 ０．５７１　 ０．９９８ 中部 ０．３９２　 ０．４０２　 ０．９７０
河南 ０．５３１　 ０．５３６　 ０．９９１ 西部 ０．４８７　 ０．５６２　 ０．８９５
湖北 ０．４４２　 ０．４４６　 ０．９９１ 全国 ０．５２８　 ０．５６８　 ０．９４３

　　经典ＤＥＡ的输出结果如表１所示。从表１来看，就全国整体而言，技术效率均值为０．５２８，离
效率前沿面尚有较大差距，尚有超过４５％的提升空间。全国纯技术效率均值为０．５６８，而规模效率

均值为０．９４３，说明我国区域创新技术效率较低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不高所致，这与白俊

红等（２０１０）采用经典ＤＥＡ方法的测算结果基本一致。具体到各个省区，浙江的区域创新技术效

率为１，处于效率前沿面上，其他省区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技术非效率，特别是山西、内蒙古、江西、甘
肃等省份，技术效率还不足０．３，效率水平较低。从东、中、西部的比较来看，东部地区的技术效率

高于西部，西部又高于中部，这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三大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均

小于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不高亦是各地区技术效率较低的重要原因。

图１　经典ＤＥＡ技术效率的地区分布

为了更清楚地描述创新技术效率的地区

分布情况，我们将效率值按高、中、低 分 为 三

种类型，并将各省区的效率情况用图１标出。
图中的高效率地区，其效率值在０．６６７～１之

间；中效 率 地 区，其 效 率 值 在０．３３３～０．６６７
之间；低 效 率 地 区，其 效 率 值 在０～０．３３３
之间。

从图中来看，我国大 部 分 省 区 属 于 中 等

效率地区，占 到 了 所 有 省 区 的５６．７％，这 其

中包括北京、天津、山东、辽宁等 我 国 经 济 发

展较好的地区，也包括宁夏、广西、云南、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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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经济落后地区。上海、浙江、江苏、广东、海南、贵州、新疆等７个地区属于高效率地区，而安徽、山
西、内蒙古、江西、甘肃、陕西属于低效率地区。可以看出，这一分布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及我们

的直观感觉并不完全一致，比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海南、贵州、新疆等省份属于高效率地区，而北

京的创新效率只有０．３９５，排名在全国的第２４位，甚至低于青海、宁夏等省区。一些学者曾试图从

效率的相对性角度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效率是一个相对指标，经济实力较强的省份，创新产出大，
但其创新投入也大，因而效率就不一定高；相反，经济落后的地区，创新产出小，但由于其投入也小，
效率也就不一定低（李婧等，２００８）。

这一解释似乎合理，但仔细考虑，如果创新效率水平与经济发展程度不吻合，也就意味着提高

创新效率并无明显经济意义，并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这与经济理论相悖。同时，从现实的角度

来考虑，只有经济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地区才有动力与实力从事创新活动，才有能力营造良好

的创新环境，进而也有积极性更好地利用创新资源，提高创新效率。经济与创新是相辅相成的。基

于此，我们考虑经典ＤＥＡ的测算结果可能存在偏误。
　　表２ ＳＦＡ回归结果

Ｒ＆Ｄ经费松弛变量 Ｒ＆Ｄ人员松弛变量

基础设施 －２８．７０４＊＊＊（－２２．５０５）－１７２７４．２９６＊＊＊（－８８０５．５９４）
政府干预 　 ２．６１２＊＊（２．１５６） 　　５２７．７３０＊＊＊（１０６．０８３）
金融支持 －２．５３１＊＊（－２．１３９） 　 ４１２５．５６８＊＊＊（２９０８．３６１）
经济水平 　１．１０８＊＊（２．２４７） 　－２７６．７５７＊＊＊（－１１．９０２）

劳动者素质 －１．６３７＊＊＊（－３．２５７） 　－８１１．０６６＊＊＊（－４．５０１）
常数项 －１１．６５８（－１．６３５） 　１００５５．３８０＊＊＊（４６４．８５６）

σ２ 　６．３４８＊＊＊（４．０２７） ４８６９４０１．５００＊＊＊（４８６９４０１．３００）

γ 　０．１４１２６１＊（１．９２６３） 　　　０．１７６２７＊＊＊（７．７６８２５）

Ｌｏｇ值 －７０．２７８ 　－２７３．０６７

　　注：括号内为ｔ检验值，＊、＊＊和＊＊＊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０．１、０．０５和０．０１。

我们猜测引起这种偏误的原因

可能是由于经典ＤＥＡ未 考 虑 各 地

区的环境差异而致。由于我国幅员

辽阔，各 地 区 在 经 济 水 平、地 理 条

件、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而经

典ＤＥＡ 并 没 有 考 虑 这 些 差 异，就

将各 个 省 份 视 作 同 类 型 的 决 策 单

元，与现实情况不符。三阶段ＤＥＡ
则可有效克服这一缺陷。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阶段，利
用ＳＦＡ模型控制环境因素的影响，
使各个决策单元处于相同的环境和

自然状态。
２．第二阶段ＳＦＡ回归结果

分别以Ｒ＆Ｄ经费与Ｒ＆Ｄ人员投入的松弛值为因变量，以基础设施、政府干预、金融支持、经

济水平和劳动者素质为自变量建立ＳＦＡ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如表２所示。
从表２来看，Ｒ＆Ｄ经费与Ｒ＆Ｄ人员投入松弛变量ＳＦＡ模型的σ２、γ值 均 通 过 了 显 著 性 检

验，表明与随机误差相比，区域创新系统中环境因素的影响更为重要。从估计参数来看，各自变量

对投入松弛均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基础设施对Ｒ＆Ｄ经费松弛和Ｒ＆Ｄ人员松弛均有显著

的负向影响，表明基础设施越完善，越有利于Ｒ＆Ｄ经费和Ｒ＆Ｄ人员的有效利用，降低浪费；政府

干预对Ｒ＆Ｄ经费松弛和Ｒ＆Ｄ人员松弛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政府干预并不利于Ｒ＆Ｄ资源

的有效配置，反而可能由于干预过多和不当而造成研发资源的浪费；金融支持对Ｒ＆Ｄ经费松弛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对Ｒ＆Ｄ人员松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我国的金融支持功能还主要集中在资

金领域，金融发展有利于研发资金的配置，但却可能造成Ｒ＆Ｄ人员的过剩，引起Ｒ＆Ｄ人员的冗

余；经济发展水平对Ｒ＆Ｄ经费松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Ｒ＆Ｄ人员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

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研发经费投入也越多，相应地冗余浪费也会随之增多，而经济发

展水平越高，对研发人员的需要也会越多，从而有利于减少研发人员的冗余；劳动者素质对Ｒ＆Ｄ
经费松弛和Ｒ＆Ｄ人员松弛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劳动者素质越高，越有利于减少Ｒ＆Ｄ资金

和人员的冗余，促进创新效率的提升。
上述结果表明，各环境要素对决策单元的影响并不完全一致。如果不控制这些环境因素，就可

能使决策单元处于不同的环境之中，从而造成效率估计结果的偏差。接下来，我们应用式（２）和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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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对投入变量进行调整，从而剥离环境因素的影响，使各决策单元处于相同的环境之下，以提高估

计结果的准确性。
３．调整后ＤＥＡ估计结果
表３ 调整后的ＤＥＡ测算结果

地区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地区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北京 ０．７２７　 ０．７７８　 ０．９３４ 湖南 ０．４０５　 ０．７５９　 ０．５３３
天津 ０．４８６　 ０．７４２　 ０．６５４ 广东 ０．９５６　 １．０００　 ０．９５６
河北 ０．３７３　 ０．７４９　 ０．４９８ 广西 ０．２８７　 ０．９１１　 ０．３１５
山西 ０．１８９　 ０．７８９　 ０．２３９ 海南 ０．１１８　 １．０００　 ０．１１８

内蒙古 ０．１８４　 ０．８６８　 ０．２１２ 重庆 ０．４３９　 ０．８８２　 ０．４９８
辽宁 ０．４９５　 ０．７１９　 ０．６８８ 四川 ０．４９４　 ０．７６８　 ０．６４２
吉林 ０．３２２　 ０．８５９　 ０．３７５ 贵州 ０．３２７　 ０．８７３　 ０．３７５

黑龙江 ０．３３１　 ０．７８７　 ０．４２０ 云南 ０．２９７　 ０．９１６　 ０．３２４
上海 ０．８７９　 ０．９２１　 ０．９５５ 陕西 ０．２４３　 ０．６３２　 ０．３８５
江苏 ０．７０２　 ０．７１１　 ０．９８７ 甘肃 ０．１５３　 ０．８７１　 ０．１７５
浙江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青海 ０．０７０　 ０．９９６　 ０．０７０
安徽 ０．２７５　 ０．７２８　 ０．３７７ 宁夏 ０．１５２　 ０．９８２　 ０．１５５
福建 ０．４２９　 ０．８０７　 ０．５３１ 新疆 ０．３１７　 ０．９７３　 ０．３２６
江西 ０．２２６　 ０．７８３　 ０．２８８ 东部 ０．６２５　 ０．８３９　 ０．７４６
山东 ０．７１１　 ０．８０６　 ０．８８２ 中部 ０．３０８　 ０．７８６　 ０．３９６
河南 ０．４３７　 ０．７８６　 ０．５５７ 西部 ０．２７８　 ０．８８０　 ０．３２７
湖北 ０．４０２　 ０．７１６　 ０．５６１ 全国 ０．４１４　 ０．８３７　 ０．５０１

表３显示了投入变量经过调整后的ＤＥＡ模型估计结果。从此表来看，调整后，全国技术效率

均值为０．４１４，纯技术效率均值为０．８３７，规模效率均值为０．５０１。与调整前相比，技术效率略有降

低，纯技术效率显著提高，规模效率显著降低，制约技术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也由之前的纯技术效

率转变为之后的规模效率。对比各个省区的结果可以发现，除浙江依旧处于效率前沿面，技术效率

为１外，其他各地区各项效率指标均有所变化。其中，北京、山东、江苏和广东四省（市）的技术效率

有所上升，而其他各省的技术效率均呈现出不同程度下降的态势，特别是海南由调整前的０．７７４下

降为调整后的０．１１８，下降趋 势 尤 为 明 显。从 三 大 地 区 的 比 较 来 看，东 部 地 区 的 技 术 效 率 高 于 中

部，中部又高于西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控制了环境因素后，区域创新效率与各省区的经济现

实更为接近，更符合客观实际。

图２　调整后ＤＥＡ技术效率的地区分布

图２是利用调整后ＤＥＡ技术效率值绘

制的我国 区 域 创 新 效 率 分 布 图。从 图 中 可

看出，我国区域创新的高效率地区主要分布

在东南沿海，包括北京、山东、江苏、上海、浙
江和广东６个省（市）；中效率地区主要分布

在我国中部，以及少数沿海城市，比如辽宁、
天津和福建；低效率地区则主要分布于中西

部欠发达地区。调整后ＤＥＡ测算的结果与

我国的经济现实较为吻合。
进一步，我们应用配对ｔ检验 （Ｐａｉｒｅｄ　ｔ

ｔｅｓｔ）考察经 典ＤＥＡ与 投 入 调 整 后 的ＤＥＡ
测算结果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结果表明，技术效率配对ｔ检验值为０．１０５，显著性概率为０．００４；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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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效率配对ｔ检验值为－０．２７０，显著性概率为０．０００；规模效率配对ｔ检验值为０．４３６，显著性概

率为０．０００，说明各项效率值调整前后具有显著差异。这也再一次说明只有有效控制环境影响，使
各决策单元处于同等的环境和自然状态之下，测算结果才能更为真实、有效地反映各地区的创新效

率水平。
为了更清晰、有效地指导各地区的创新实践，我们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值０．８为临近点，

将各地区归类为四种创新模式。如图３所示。
第一种模式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高于０．８的“双高”模式。此模式包括山东、上海、浙江

和广东四个省（市）。此模式下的各个省份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较高，改进空间已较小，是一种

较为有效的创新模式。

图３　创新模式分类

第二种模式为纯技术效率高于０．８，而规

模效率低 于０．８的“高 低”模 式。此 模 式 包 括

内蒙古、吉林、福建、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

州、云 南、甘 肃、青 海、宁 夏 和 新 疆１３个 省

（市）。此模 式 下 的 各 省 区 纯 技 术 效 率 的 平 均

值为０．９００，而 规 模 效 率 均 值 仅 为０．２９９。进

一步扩大创 新 规 模 以 提 升 规 模 效 率 应 该 是 这

些地区今后发展的重点。
第三种模式为纯技术效率低于０．８，而规

模效率高 于０．８的“低 高”模 式。处 于 此 模 式

的包括北 京 和 江 苏 两 个 地 区。此 两 省 市 均 为

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创新能力较强，创新发展也已初具规模。这些地区今后创新效率的提升应主

要依靠纯技术效率的提高，即从规模扩张向制度变革和管理创新方向转变。
第四种模式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低于０．８的“低低”模式。此模式包括天津、河北、山西、

辽宁、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和陕西等１１个省（市）。这些地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

都较低，今后发展过程中两者都需有较大改进，但由于目前该模式下纯技术效率均值为０．７４５，规模效

率均值为０．４２３，因此在两者均较低的情况下首先扩大创新生产规模应该是当务之急。

四、结　论

自２００５年我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以来，我国的创新投入不断增加，但与美、日等

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新的时期，在创新资源投入一定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其利用效率，
最大程度地发挥其功效，对于促进我国创新型国家的效率型建设，进而促进未来经济的持续、健康

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以我国省级区域为研究对象，应用三阶段ＤＥＡ方法，实证考察了我国区域创新的效率问

题。研究结果显示，如果不控制环境因素的影响，经典ＤＥＡ测算的区域创新效率均值为０．５２８，且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纯技术效率不高所致；如果控制环境影响的因素，三阶段ＤＥＡ测算的我国区域

创新的效率平均值降为０．４１４，规模效率较低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原因。两种方法的测算结果

不仅数值上有显著差异，结论也存在明显差别，但由于环境因素对投入松弛有显著的影响，且三阶

段ＤＥＡ的测算结果更符合经济现实，其结论也更为可靠。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规模效率较低，由

此也启示，进一步增加创新投入，扩大创新规模，提高规模收益，应该在今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创新

发展过程中被重点考 虑。当 然，为 了 更 有 效 地 指 导 实 践，我 们 将 我 国 各 地 区 的 创 新 模 式 分 为“高

高”、“高低”、“低高”、“低低”４种类型，各地区可以根据自身所处的 模 式，有 针 对 性 地 选 择 改 进 策

略。具体而言，“高高”模式地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较高，此类模式较为有效，其生产效率需

改进较少；“高低”模式地区纯技术效率较高而规模效率较低，此类地区今后发展的重点应该加大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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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投入，扩大创新规模，进一步提升其规模经济性；“低高”模式地区则应该着重进行纯技术效率的

改进，提高技术管理水平；“低低”模式地区两种效率均需提高，但由于其规模效率更低，扩大创新规

模应该是目前发展的重点。
本文的研究也存在着缺陷，这主要是因为区域创新的环境因素体现在多个方面。尽管本文尝试

性地对其进行了控制，但依然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的环境变量而影响到考察结果的准确性。显然，在
数据可得的情况下，进一步探索更为完善的环境分析框架是一项非常值得未来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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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本刊第９期第１１４页图２（２００１年１月以来食品价格与ＣＰＩ涨幅比较）有误，更正如下图：

特此说明。
《财贸经济》编辑部

２０１１年９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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